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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

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

〔美〕罗 威 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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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至１４世纪初，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若干最大的城市，可被称为当时最为城市化的社会。这些

城市并不享有也不寻求政治“自治”，但它们在大一统的政治构架中实际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空间。

明清时代的中国城市延续着这些方面发展。随着市镇的扩散和增加，乡村商业化迅速发展，推动着城市化

的持续进行，但城市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城市层级结构的低端。不同地域的人群被卷入到国内长途贸易的

活动之中，由此形成了帝国内部的侨居人口。这些人口的频繁交往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也

为城市文化的种种创新作出了贡献。结构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私有和半公共性

质的社团建构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一种与帝国政府

相疏离的感觉。

＊ 至１４世纪初时，中国已拥有当时世界上若干最大的城市。中国甚至可以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城
市化的社会。这些城市并不享有也不明确地要求从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中寻求“自治”，但它们实际上
享有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我管理空间。明清帝国时代的中国城市，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这些发展。随
着市镇（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ｗｎ）的扩散和增加，乡村商业化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推动着城市化的持续进行，
这一进程尤其发生在城市层级结构的低端。不同地域的人群被卷入到国内长途贸易的活动之中，由
此形成的国内侨居人口（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的频繁交往，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也为城
市文化的种种创新作出了贡献。更为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一波大规模的私有性质和
半公共性质的社团建构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一
种与帝国政府相疏离的感觉。

一　前奏：明初时代

长期以来，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里，蒙元王朝被描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尤其
是相对于唐宋时代的城市发展的成就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退步。而近来万志英（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
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却显示，中国的城市繁荣实际上贯穿了整个１４世纪。城市———尤其是沿海城
市———的发展实际上受到大元王朝政策的激励，这些政策对私有财富是宽容的，并鼓励发展海洋贸
易。如万志英所总结的，“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发展进程的真正中断并非发生在遭人诟病的蒙
元时代，而应该是在明初恢复极权统治之后的时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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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罗威廉教授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在“城市史研究的新疆域：沿海与内陆城市的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

会议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中国历史评论》（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和《中国历史学前沿》（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协办。译者王希感谢王笛、姜进、刘昶、

庞瑾等对译文初稿的校读和提出的修订建议。

万志英：“城镇与庙宇：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生长与衰落（１１００～１４００）”（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ｌｅｓ：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ｚｉ　Ｄｅｌｔａ，１１００～１４００”），史乐民、万志英编：《中国历史上宋元明的变迁时期》（Ｐａｕｌ　Ｊａｋｏｖ
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ｅｄｓ．，·Ｔｈｅ　Ｓｏｎｇ－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马萨诸塞）剑桥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１１
页。



在中国城市与商业发展进程中，明初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倒退。明朝的奠基者朱元璋对长江下游
地区的商业豪族抱有难以化解的敌意，因为后者曾竭力反对过他的崛起，所以朱元璋得势之后，绝不
放过任何机会来彻底摧毁它们，并将其家族成员贬为匠人或体力劳动者。１３７１年，朱元璋明令关闭
航海贸易，至少在短时间内，该禁令严重地损害了中国沿海和与东南亚的贸易，而这些贸易曾经是许
多沿海港口得以兴旺发达的经济支柱。而其实物和劳力形式的征税方式也将刺激商业发展的动力扼
杀殆尽。

明初的社会管制极为详尽。帝国的人口按世袭职业被分成不同种类，最初的分类还包含了多种
职业（包括医师、学士之类），但很快缩减为三类：士兵（军籍）、匠人（匠籍）和其他平民（民籍）。每一类
人口由一个不同的中央政府机构管理，负有专门的财政和劳役职责，并在居住方面尽可能地采用与其
他类别人口相隔离的模式。尽管明朝实施过规模宏大的人口移居活动，但对以个人理由为基础的旅
行则基本加以禁止。普通平民被分配在具体的税收单元中居住，并受到保甲制度下联保制的约束，一
般情况下不得离开。唯一的例外是职业商人，因为他们需要在帝国内运送商品；帝国对此种需要予以
承认，但对商人的行动却进行着事无巨细的管制。当商人离家在外的时候，他们需要在半官方性质的
客栈歇息和登记，客栈登记簿每月须上交给当地官员审阅。总之，明初的几个皇帝对职业和地域流动
的禁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它们也相对成功地阻止了由市场驱动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
程①。
明初最有影响的城市创新应该是南京和北京两座帝国首都的建造。明太祖时代南京的发展并非

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自１３５６年攻取该城之后，在随后的２０年内，他将这个原来看似不起眼的、仅有

１０万人口的元代县府转化成为一座拥有超过１００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在明太祖的指挥下，一个人数
众多的建筑大军建起一座崭新的皇城，还建造了天坛、地坛、祖庙，以及今天被称之为“为城市城墙所
包围的最大空间，以及中国的最高、最长、最宽、最坚固、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城墙”。南京城被分割成
为不同的板块，居民根据不同职业被分配在不同的区域内居住，共同构成了一个行政管理网络。那些
在元末曾经支持过明太祖对手的城市居民，此刻被驱逐到疟疾横行的西南部居住，新征召而来的居民
将他们的既有住居地取而代之。新城市居民中包括了大约４５　０００户从苏州和其他长江下游城市迁
移而来的富裕人家，他们的家庭成员因为曾拥戴过皇位的另外一位竞争者而被贬为苦役劳工；第二波
的新居民中包括了１４　０００户被指定为新城“富户”的家庭，以及为满足特殊需要而迁入的２０　０００户手
工匠人的家庭。明初南京的主要居民则是由帝国政府的雇员构成，其中包括１５　０００名朝廷官僚机构
的官员和职员，约８５００名享受官饷的书生，以及数量高达２０万人的士兵队伍。城市人口的蓬勃生长
主要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赖于官方指令；南京周边的长江下游各县本应是帝国范围内农业最为发达
的地区，但因它们受制于帝国的财政榨取，该地区即便是最富有的家庭也始终处于永久性的政府徭役
征调之中，因而构成了一个随后延续数世纪之久的问题。在明朝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南京将重新把自
己塑造成一个区域贸易的周转和交换中心、一个文化中心和一个因秦淮河畔的风月场所而浪名远扬
的娱乐中心。但在喜好声色但又嫉恨商业的明太祖的统治下，这一切并非是那样的显而易见。他的
首都看上去是一座基于古代帝国模式之上的功能单一的兵营和官僚城市②。
朱元璋于１３９８年去世，皇位由他的孙子继承。几乎在同一时刻，他的第四子便开始图谋篡夺自

己侄子拥有的皇位，并在１４０２年得手，随即自封为永乐皇帝。他随后开始计划将自己实际统治的场
所从南京北移到后来将成为现代北京的城市，因为南京城里充满了反对他夺权篡位的敌人。北京在
元朝时被称为“大都”，在明太祖时被称为“燕”，它后来成为永乐皇帝称王时的封地。经过２０年的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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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敏：《试论明清时代户籍制度的变化”》，《中国古代史论丛》第２辑，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１８～２３６页；范德：《朱
元璋与明初的社会立法：蒙元统治之后的中国社会的秩序重组》（Ｅｄｗａｒｄ　Ｌ．Ｆａｒｍｅｒ，·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　Ｒｕｌｅ·），莱顿１９９５版。

牟复利：“南京的转型（１３５０～１４００）”（Ｆ．Ｗ．Ｍｏｔｅ，“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１３５０～１４００”），施坚雅编：《晚期中华帝
国的城市》（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ｅｄ．，·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斯坦福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０１～１５４页。



狂建设之后，永乐皇帝于１４２１年移居北京，南京城内的人口急剧减少，一半的城池人去楼空。尽管如
此，它名义上仍然保留了作为次级的、“南方”首都的地位①。

相对于南京而言，北京的地形准允它更容易构建一种基于古典模式并严格对称的方形城市，城市
沿着以作为中轴线的御道而布局，形成南北走向，御道两侧并列着天坛和先农坛，宫城则位于中轴线
的北端。所有的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旨在将中轴线定位成为宇宙环绕其运转的“天轴”②。然而，从
一开始，相对于明太祖的南京而言，北京更是一个因自身的环境而自然生长的结果。强制性征兵在该
城人口的增长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自愿性的城市化进程至少也发挥了同等重要
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完成变更为首都城市的设计之后，得以继续留居北京的精英大户和普通平民的
比例比起明太祖的南京而言更大。明太祖的南京也许可以被称为是一个族群混居城市（ａ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
ｎｉｃ　ｃｉｔｙ）（当时该城至少五分之一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北京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多民族（ｍｕｌｔ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城市，即便具有汉民族风格的四合院取代了成千上万个蒙古包之后。大运河在将长江下游的
稻米运送到京城以供应皇室、官员和军队的饮食需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比起明朝的第一个首都
来，北京与华北地区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皇城对奢侈品、燃煤、建筑材料的需求使得北京成为了帝
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引擎。但由于明朝皇帝继续实施指令性的经济立法，一个真实的商业“革命”的到
来至少还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

二　第二次商业革命

中国的近代城市史———我甚至愿意说，中国的“早期近代性”（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是从我称之
为“第二次商业革命”（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时候才真正起步的，即从１６世纪中叶开始
的、集中在被邓拓先生非常精准地称为“从万历到乾隆”的时段③。就质量而言，第二次商业革命与宋
朝发生的第一次商业革命是不同的。两者的关键差别在于，第一次商业革命是以私人商业载运多种
商品、进行长途跨区贸易为先锋的活动，基本上是一种以中心城市之间的奢侈商品交换为主的贸易；
第二次商业革命则包含了廉价货物的大批量交换。它并将乡村和城市人口同时深深地卷入其中，帝
国内许多地区的普通农户开始为本区域之外的市场而生产，并对来自外域生产的商品在基本消费方
面产生一种依赖感。区域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开始出现。大量的旅行者在帝国内部定期地流动，他们
中间不只是包括了商人群体，而且还包括了那些被卷入大幅度扩张的运输劳力队伍中的搬运工、车
夫、马夫和船工等。

商业革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一部分的原因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在明初的指令性经济得
以实施之前，这种趋势就已经开始蔓延，明王朝在贯彻其对职业和地理流动的禁令方面所感到的力不
从心自然也刺激了这种趋势的生长。但晚明时期的政府政策则对推动长途商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譬如，由于西北和北方边界不断受到外族入侵的威胁，皇室开始委派私人商贩负责将大宗粮食
和战略物资从帝国的中部运送到边疆地带，以解决军需供给的问题，而对商人的补偿则是允许他们在
跨区的盐业销售网络中获得一些利润丰厚的回报。

新大陆白银在帝国内的普遍使用也成为一种激励因素。自１６世纪起，明政府以出口到欧洲和北
美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制造业商品（后来以茶叶取代）作为交换，将从墨西哥和秘鲁生产的大部分白银
吸入中国，白银的大量输入对帝国内以白银为基础的货币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从晚明开始并延续
至清代中期，帝国政府开始实施名为“一条鞭法”的财政改革，以白银而不是以实物方式征收土地税和
人头税，此举大大地刺激了乡村家庭从自给自足的粮食作物种植向经济作物种植的转向，进一步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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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韩书瑞：《北京：庙宇与城市生活（１４００～１９００）》（Ｓｕｓａｎ　Ｎａｑｕｉｎ，·Ｐｅｋｉｎｇ：Ｔｅ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Ｌｉｆｅ，１４００～１９００·），伯克利

２０００版。

杰弗瑞·Ｆ．迈耶：《天安门的群龙：作为圣城的北京》（Ｊｅｆｆｒｅｙ　Ｆ．Ｍｅｙｅｒ，·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ｓ　ａ　Ｓａｃｒｅｄ
Ｃｉｔｙ·），哥伦比亚１９９１年版。

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了已经急速扩张的国内区域间贸易的规模。
区域贸易的主要商品是棉花。正如黄宗智颇为精辟地指出的：“１３５０年时，中国人无人穿棉布衣

服；到１８５０年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穿着棉布衣服。”①长江三角洲曾是帝国的粮仓，此刻随着农户家
庭从稻米种植转向棉花种植，该地区从稻米盈余地区迅速地转变成为稻米稀缺地区；一位州府官员曾
估计，到１７７５年时，该地区只有四分之一的农户还在继续种植粮食。当地的棉花加工业的发展则更
为迅速，至清代，该地区不得不从北方和长江中游的新棉花种植区进口原棉。棉花种植需要更多的肥
料，最终会激发将大豆肥料从满洲里运往长江三角洲的区域沿海贸易的产生。人口密集的长江下游
地区对粮食的需求，也导致了包括江西、湖南乃至四川等上游地区种植的改变，将其转化成了出口稻
米的专业生产地区。

到１９世纪时，位于长江中游的中转港口汉口目睹了规模巨大的船队的来往，运送的货物包括：稻
米、盐、大豆、茶叶、中草药、原棉和丝绸、经过加工的布匹、木材、动物皮革、黄铜和其他金属、纸张以及
其他无数的货物，也接待了无数来自不同偏远区域的旅行者。至于区域间的贸易规模，我们可以通过
汉口转运到长江下游的稻米数量的规模来估计。据估计，这桩贸易在１７３０年代是在每年１０亿到１５
亿磅之间②。到１８００年左右，帝国生成的稻米的百分之十、原棉的四分之一、一半以上的棉布、未加
工的丝绸的百分之九十，以及所有的茶叶和盐产品是用于市场销售而不是生产者自己享用的③。即
便是曾为明朝政府所禁止的民间航海贸易，在康熙皇帝于１６８３年解除“禁海令”之后，也获得了极大
的鼓励，并集中在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港口城市里———远在１９世纪的“西方冲击”来临之前———开始
引人注目地成长④。

三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

施坚雅（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曾在１９７７年提出，中国并不拥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城市层级结构，

而是拥有数种相互分离的城市层级结构，它们被包括在帝国领域内的十个“（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
大区域”之内；施坚雅的这个观点，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体系的认识。在近代
时期，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常规流动的数量和频率的增加，这一现象也通过大多数的大区位
序和规模曲线反映出来。换言之，随着区域商品市场和城市层级结构得到更为有效的整合之时，小城
市和中等规模城市的成长速度超过了本区域中的大城市⑤。

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产生的研究关注了晚明之后的非行政区的小市镇所经历的令人惊叹的成长
情况，施坚雅的卓见正是建立在这一代研究的基础之上⑥。在明初指令经济的统治之下，城市精英的
胃口主要是通过对农村财政和地租的剥削来满足的，当商业化农业和城市与内陆的市场化交换逐渐
取代了指令性经济的时候，帝国的大城市基本上保持了数世纪以来的人口规模，但位于中介地带的城
市空间此刻却承担起经营大城市与内陆之间的市场交换的职能，它们也因此获得了在人口数量、城市
规模和财富方面的快速增长的经历。定点定期的市场成倍地出现在类如福建、湖南、四川等迅速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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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地区，甚至于包括商业化程度并不高的华北平原。永久性市镇也在全帝国范围内得以建立，但它
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最为发达，这一地区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城市区”，人们在这里走不到半天的路程
就能遇到一个规模可观的市镇。在这类市镇里，不仅发展出更为复杂多样的街区结构，而且居住人口
也成倍地增长，并出现了生产专门化产品的居民区。换言之，晚近中国的城市化几乎是一个与欧亚大
陆另外一端的城市化进程相逆转的进程，即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行动发生在城市层级结构
的低端。
这种情形发生的部分原因是近代西欧和清代中国的人口增长的本质有所不同。由于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新大陆作物的影响，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经历了新的加速成长———中国的人口在清代很可能翻
了三番。欧洲的人口大部分增长发生在主要城市之中，而在中国，增长最大的是位于边缘地带的乡
村，尤其是那些为近期移民所居住的山地和河滩地带。既然这些地区的农业从一开始就是商业取向
型的，小型的市场中心因而成为一种必要的补充①。

四　西方冲击与“城乡差别”

西方商人在清初至清中叶时开始进入中国沿海城市，人数不断增加，但在１７６０年代之后，法律将
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广州地区。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这一情况被改变了。该条约为第一
次中英“鸦片战争”划上了句号，并将沿海靠北的几座城市对西方人开放。随后的一系列条约逐渐地
开放了更多的、位于华北的港口和长江中上游的港口。“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由此而生。在经过
了一段时间的对一系列港口的试验之后，上海逐渐胜出，成为中西之间一个最为重要的进出口贸易中
心和清帝国内最受西方势力青睐的地方。上海的发展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到１９１０年时，上海的人口
达到１３０万，然而这仅仅是它的崛起的开始，到１９９０年代，它已拥有大约１５００万居住人口。
关于通商口岸在中国城市史中的特殊性以及它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转化性作用，早

期已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是关于上海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已经受到新近研究的挑战。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１９５３年曾提出，在成为通商口岸之前，上海“不过是一个小渔村而已，
在传统经济中扮演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②。我们今天知道，事实正好相反，自从明代开始，上海一
直是一个国内跨区域的棉花销售中心，是东南亚、日本等地的主要商业伙伴，并且在１７３６年之后还是
一个重要的海关所在地。在向西方开放的前夜，上海已经拥有了２０万人口，它所经营的港口运输量
很有可能与当时的伦敦不相上下，甚至更高。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通商口岸不容置疑地最终拥有了一种新的、混合的人口构成，西方和

日本的文化模式在这些地方形成的影响也更大。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和笼统的判断。
在１８９５年结束中日战争的《马关条约》签署之前，除上海之外，居住在这些口岸城市中的外国人数目
没有一座超过了一百人。另外，这些蓬勃发展的商业城市已经拥有了高度混合的、来自帝国四面八方
的极为多元的汉族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向西方打开大门之前的时代。
此外，即便是上海，它也不是像本土作者所声称的那样“洋化”；简单地说，它不过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社
会中一个特殊部分的最新化身而已———一个“他样的中国”（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Ｃｈｉｎａ）———即一个富有外向
型的、并与其他世界文化保持高度频繁互动的中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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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城 市 社 会

谁居住在近代中国的城市里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观察的是哪一类型的城市。因
为市场的层级结构与县府、州府和帝国首都等行政单位的层级结构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在开封
（虽为省府的所在地，但其商业的重要性仅限于当地）与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县府所在地，但
却具有重要的国内和远洋贸易的功能）或者南京（其拥有的行政和商业功能大致同等的重要）这种类
型的城市之间，任何一个中心地区的人口和社会结构都会是非常不同的。居住在开封这类城市里的
大小官僚和军队成员，比起上海这类城市来说，不仅人数更为众多，而且其拥有的社会地位也显得更
为重要。此外，虽然几乎所有晚期的中国城市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口岸城市，但港口的功能，以及与之
相配的大量汇集的码头搬运工人，只有在重庆（四川）这样的江河转运点或厦门这样的远洋贸易中心
才显得更为突出。还有一些从事专门化制作业的城市，如生产瓷器的景德镇（江西），生产铁器的佛山
（广东），和产盐的自贡（四川）等。在２０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铁路的使用也顺着铁路干线创造出了新
的工业城市，如石家庄（河北）等。
近代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多族裔特色，城市所容纳的众多社区里居住着来自不同地方文化和

方言地区的中国人，他们或多或少带有“外来人”的身份。在重要的商业中心，如重庆、汉口、九江、南
京、苏州和佛山，总能找到十多个甚至数十个来自不同地域的社区。根据法律，每个晚清的臣民必须
登记自己的出生地（户籍），但在清代的统治之下，对于那些喜好来回流动的人口来说，这种登记并不
构成现实中的任何不便。事实上，许多商贩是在远离所登记的祖籍地的城市里出生的，并始终在这些
城市中生活。这些旅行商人的身份通常是在遥远的祖籍地与日常工作和居住的城市之间寻求一种妥
当的平衡。侨居人口拥有强烈而明显的乡土意识，那些在商业城市之间巡回演出的地方戏剧团，无论
走到哪里，都使用方言来表演人们所熟悉的地方题材的戏剧，从而更增强了漂泊在外的人群的乡情。
帝国内有无数这样的商人侨寓区（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最为醒目的是那些来自徽州的盐商、米商，
和山西票号商人，随后还有从广东和宁波（浙江）来的茶商，也包括来自江西、湖南、黄州（湖北）和其他
许多地方的商人①。这些不同的侨居商人群体共同居住在一起，并定期交往，接纳他们居住的城市是
一个个真正具有大都会气度的城市中心。
在广州和扬州这样的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通常会有一些历史源远流长、家境富裕的文人绅士居

住其中。乡绅／商人的地位一直显得十分重要；在其他城市，如汉口，本身并没有一个本土生长的文人
阶层，商人于是递补进来，成为了当地的城市精英②。即便在商人内部，追求与获得古典教育以及通
过婚姻或子嗣的方式获得乡绅地位的趋势，也一直是长盛不衰。在１９世纪后半叶，许多商业中心出
现了一种身份混合而成的“绅商”阶级———也许最恰当的称呼应该是“经商之士”（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绝大多数大城市的核心人口是城市平民———小店主、小商贩和工匠之类。匠人的人数可以多得

惊人：譬如，１７５０年左右，在南京城里运转的丝绸纺织机就有３万多台。还有范围广泛的手工职
业———仅苏州一地就可以数出７０多种，包括金属加工、冶炼、制纸、印刷、皮革、蜡烛制作、石匠、工具
制作、裁缝以及酿酒等行业。每个主要城市都有一大堆的销路广泛的当地特产。人们对适合自己的
经济位置的富有活力的追寻导致了手工制造业的进一步细化，乃至于苏州的制纸商人最终在内部划
分成为八个不同的专门行业。③

近代中国的急速商业化也刺激了一个庞大的城市无产阶级的诞生。这个群体包括当地的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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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如仓库工人、码头工人和区域间的挑夫等，还包括一个由船工、厨师和长途搬运工组成的过渡性
人口群体，他们通常为了找工作而聚集在“民市”。当地和城际间搬运工经常组成劳工帮。他们中的
成员是专门招募而来的———一般是从同一个乡村的地方招募而来的———并且与“包工头”签订了雇佣
合同。与其他工人一样，这些搬运工人也是力图积极保住属于自己的职业：一个独占的地盘、线路或
运输的工具（如对搬运工来说，扁担的长度或类型等）。

重要的商业城市还拥有一个人数众多且不断增长的底层人口群。乞丐可谓是与都市生活形影不
离的特征，在近代时期，他们通常会组织起来，如同劳工一样，寻求和霸占属于自己独占的地盘，还经
常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们一般不会去骚扰那些给他们定期付费的店铺和住户。为逃避洪水和逃
荒而来的乡下灾民会大大扩充城里的乞丐队伍，并与终身从事这一行当的职业乞丐构成一种紧张的
关系。乞丐和难民两个群体同时包括男女，可以以家庭的方式居住在一起，但另外一个底层阶级则更
令人感到不安，即城市里人数不断增多的未婚男性，或者说“光棍”。在一个重视家庭伦理的社会里，

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威胁。未婚男性基本上是全社会的性别比例失衡的产物———这
个社会经常以杀死女婴的实践作为对人口增长的一种“预防性遏制”———但他们却倾向于集中居住在
城市①。在许多城市里，光棍人口的数量在１９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这一时段增长尤其明显。人们
都很害怕这些“痞棍”，因为他们往往是一群无赖，津津乐道于威吓其他城市居民。

城市的邻里民居和住户通常兼具商业和居住的功能，基本不需要走远路去谋生。北京以宽敞的
四合院闻名，前院总是面对着杂乱拥挤和不起眼的胡同；在通商口岸的上海，大部分移民人口居住在
新式住宅楼（石库门）里；在更为典型的商业城市中，人们通常将铺面的底层用来经商，楼上则用来居
家。某一族裔或某个行业的人也许会成为一个邻里内居民的多数，但除了乡村难民居住的窝棚区和
城市边缘的棚民区之外，城市邻里通常是各种阶层的人混居一处。邻里内部的团结意识往往十分明
显和强大。事实上，卢汉超曾经很有说服力地描述了一种“城中村”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一直延
续到晚清的上海②。

除了不断升级的犯罪和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等问题之外，近代的中国城市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冲突和集体行动。在晚明时期的长江下游城市里，包括南京、苏州和杭州，都曾发生过形式复杂的暴
力抗议活动，江河日下的明政府企图征收新的税收以缓解自己的财政危机，但这种笨拙的举动成为引
发暴力抗议的主要原因。这些抗议活动将已经城市化的底层乡绅阶级、店主、手工匠人和军人联合起
来，组成了一个关系并不怎么顺畅的联盟，来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城里人、乡村精英以及政府的代
表。１５８２年在杭州发生的抗议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次，上千人组成的抗议人群捣毁了城墙和城镇大
门，并在市场上纵火③。

晚明之际的抗议行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将不同的因素联合起来，表现出一种牢固的都
市意识，以反对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之为“封建”的政治与经济统治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
些反对活动未能在清代继续下去。在清代，城市骚乱几乎都是城市中某一社会群体对自身利益诉求
的表达，经常是针对其他的都市群体，而并非是针对国家。手工匠人的罢工经常发生，包括１７４２年发
生的北京铸币工人的罢工、１７３０年发生在苏州的踹匠的罢工、１７３６年在景德镇爆发的瓷窑工人的罢
工，以及贯穿于整个清代由铸铁工人、伐木工人和纺织工举行的罢工活动等。商人们也在数十个场合
举行了罢市，抗议政府的新征商业税行为。在１８世纪后期，至少有十多次船工骚乱发生在商业港口。

但是，当城里人对从市场上购买粮食变得越发依赖的时候，城市居民采取联合行动的最常见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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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抢米骚乱。如同一时代的西欧一样，这类抗议行动通常具有一种“道德经济”的基础，并采用一种
常规化的方式。抗议行动的靶子通常是政府的粮库和粮食商人的仓库；抗议行动是强制性的，破坏性
极大，但并不特别具有暴力性；地方官员通常对骚乱者表示出同情和怜悯之心。粮食骚乱发生在许多
的城市里，尤其是发生在中国的中部，那里的粮食市场是最为发达的；它们也发生在类如江南这样的
粮食进口区域，但粮食骚乱最为频繁地发生在粮食出口地区，如湖南等，在这些地方那些做跨州粮食
买卖的生意人会抬高粮价，在本地顾客的眼中，这种举动造成了当地粮价的不合理的上涨。从时间上
看，抢米骚乱一般比较集中地发生在人口快速增长和商业化加速的非常时期———如１７４０年代———和
在国家进入衰败的时期，如２０世纪的早期。影响最大的一次抢米骚乱于１９１０年发生在长沙，这次骚
乱也为清朝政府在第二年的崩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与治安管理良好的帝国首都北京不同的是，其他城市常年应对暴力威胁的只是一支非常羸弱的

保甲队伍和分配给地方政府管理的人数稀少的帝国士兵队伍。近代中国城市的警力之薄弱，令人感
到吃惊；在和平时期，本地治安的管理主要是由城市人口控制的民兵自愿者和招募而来的保安来负责
的。

六　城 市 文 化

在牟复礼（Ｆ．Ｗ．Ｍｏｔｅ）的一篇被经常引用的文章中，他提出，区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分界线
很早之前就在中国消失了，尽管这种差别直到近代一直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保存下来，并在其他文
明中形成了非常明显的都市意识（ｕｒｂａ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②。然而，今天的材料却清楚地显示，近代中国的
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截然不同，城市人口对此差别有着清楚的认知，并为之感到自豪。
明清时代的城市充满了社会交往和文化表现的场所，而许多这样的场所———包括街道在内———

都是露天性的。不仅当地居民使用这些空间进行交谈，而且小贩、行商、街头艺人、木偶艺人、江湖郎
中、武林高手等也在利用这些街头空间。甚至在通商口岸上海的弄堂里，沿街而设的“老虎灶”店配有
滚烫的开水和其他日常物品，提供了一个专供街坊邻居相聚在一起交换信息和说三道四的地方。庙
会在城镇和乡村都是司空见惯的，但在大城市里却显得更加繁华热闹，排场更大，各种行会的参与更
加积极，所展示的外地土特产也更加多样化③。
但最能展示社会交往功能的地点是茶馆。茶馆的出现可以追溯至唐代，至少有资料显示在唐朝

的首都已有了茶馆；茶馆随后在帝国晚期扩散到了更为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地方。如同伦敦的咖啡馆
和酒吧，茶馆是近代城市社会的一种特殊体制。在清代的主要城市里，几乎每条街上都开设有茶馆，
每座城市的茶馆数可以用百来计算。茶馆是范围广泛的通讯和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它们也被当成
是许多半正式的社会组织的总部，诸如诗社、早期的工会、“秘密组织”的分支等。它们也是商人、地
主、医生、文书代写者的办公场所，它们还为理发匠和掏耳师傅的服务提供了地点。茶馆也为解决争
执不下的问题举行所谓“吃讲茶”活动，论辩双方各有数十人助阵，证人被依次传唤来作证，有时会请
出茶馆老板来评判是非，有时也会以拳脚相加的打斗来结束“讲茶”。
茶馆是大众娱乐的场所。成都茶馆里的侍者，操着一口特别的川腔，舞动着一把长嘴茶壶，本身

就是一些动作夸张的表演家。茶馆也是围绕斗鸟和其他竞争活动的打赌场所，唱大鼓的和说书人都
在这里大显身手；在有些城市，一些专门的“书场”由此而产生出来。在扬州，茶馆也经常与澡堂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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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在北京，茶馆成为戏园子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在其他城市，戏剧表演本身首先是从茶馆开始的，
而后才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①。
清代的城市是孕育中国戏剧的伟大场所。在主要的商业中心，如扬州，富有的商贾争相资助和捧

红自己喜欢的剧团，这些剧团在行会的会堂里为大批不同的城市观众演出。寺庙的露天院子也会在
祭祀庆典的日子举行露天演出。在１８世纪，在皇家的资助下，长江下游的戏剧传统被吸收到了京城，

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京戏”。１８９１年广州的商人曾出资建造了四所大剧院，剧院仿照的模
板是３０年之前由广东老乡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建造的剧院②。

近代中国的城市也是性交易的中心。尤其是在远洋和江河的港口城市；从毫无顾忌的站街女到
品味优雅的名妓，各色妓女都经过了精细而讲究的等级分类。名妓则如更为闻名的日本艺伎，不光举
手投足能令人春心荡漾，而且在音乐和文学方面也颇有修养。晚明时代帝国内最有名的寻欢场所位
于南京的秦淮河畔，在清代中期逐渐转移到扬州的运河花船上，又在１９世纪末转移到兴旺发达的上
海。这些名妓文化的中心吸引了来自各地的男性游客，后者则对这些著名的城市居民展开了漫长而
铺张的追求；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带动了一种新型的、以伴侣关系为基础的婚姻时尚的出现，男性
开始要求他们的妻子提供他们在名妓们那里获得的富有品味的愉悦。围绕寻欢场所的存在，也出现
了一大批在目的和意图上充满自相矛盾的大众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采用典型的“性格成长小说”（ｂｉｌ－
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的手法，一方面将妓院描述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在其中接受（性）鉴赏能力的训练
和都市文化的调教的场所，同时又谴责妓院如何毁掉了这个年轻人和汲走了他耗费在性和鸦片上面
的家产③。
然而，与更早的中国城市相比，近代中国城市中最为特殊的文化特征是印刷文化的无处不在。实

用性识字教育的普及在这一时期急速上升，这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都市现象，一直往下延伸到
社会底层，将所谓的“小市民”不分男女统统包括在内。衡量这种现象的一个指数是１８世纪中叶销售
眼镜的店铺开始迅速蔓延。一种新式的商业出版行业开始出现，出版题材广泛而新颖的廉价书籍，为
一个新的中等阶层的阅读公众服务。通过这些扮演中介的专业文人、说书人和公共演讲人，新的印刷
文化与旧的口述文化发生交会，并极大地丰富了后者的传统。处在文学社团边缘的各种新型的白领
专业也开始出现：编辑、校对以及封面推介的写手等。新的印刷文化的内容包括大众化的浪漫小说、
色情读物、武侠小说，还包括一大批廉价的实用指南：科举考试的辅助资料、婚丧事务的操办手册、小
人书、标准法律合同的写作指南、商人和旅游者的路线图、艺术收藏家的手册、自我保健的医书、性生
活指南、教派经文、优缺点自律日记簿等等。这些领域的商业化和民主化（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结合在一
起，对晚清时代的帝国文化、社会乃至政治都有极为重大的内在意义。
与城市识字文化的出现相关的是商业广告，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种新的、具有高度时尚意识的消费

者文化。商标和名牌广泛普及，店铺的招牌从唐代就开始使用，此刻加了书写的文字，还在店铺门框
上加入了欢迎顾客的楹联；《万宝全书》则竭力推介本城正在热销的外地特产。在１９世纪后半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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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报业的兴起也极大地扩展了广告商的范围。女装时尚、发型和化妆品等一桩接一桩地在长江下游
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出现”，与此同时，苏州和扬州也各自成为了具有特色的时尚中心，并在一个
更为广阔的区域市场中相互竞争①。

七　近代中国城市的社团建构

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和经济结构的扩张，激化了近代中国城市的竞争环境。一种回应———我认
为是整个时期的象征性的社会趋势———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和扩展性的社团建构来追求一种广泛
的、跨功能领域的团结。其中最为基本的当然是基于亲属群体和血缘关系之上。尽管氏族组织经常
集中在市镇或乡村，但亲属关系在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近代，亲属群体也经历
了一个极富创造性的组织过程，我们甚至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它为城市生活不同领域中的扩展性社团
建构提供了一个模板。

大规模的商业性企业是一种样板。典型的零售店基本上是小型的夫妻店，但如汉口的叶开泰药
店这样的大型家族企业却通过连锁店的建立获得了极大的扩张，每个分店都是由一个具有血缘关系
的家族成员在经营。１８６３年，经营传统纺织品的孟氏家族在北京的商业繁华地带开了一家大规模的
干货商场瑞蚨祥，它最终增加到５０多家分店，遍布天津、哈尔滨、苏州和杭州。许多不同的产品都由
前所未有的大型手工作坊来生产，不同的匠人在一个企业家的组织下集中工作，企业家负责提供原材
料，并为匠人的劳动支付计件报酬。譬如，苏州有４５０多家染坊，每家染坊雇佣了十来个人②。在既
无充满活力的商业信用市场又无一套成熟的公司法的情况下，颇有创意的办法被发明出来，用于积累
商业资本。在自贡的盐矿市镇，企业家们依据一纸经过仔细推敲的文字合同，通过家族祠堂的渠道，

集聚民间资金，创造出大规模的、具有灵活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起集中管理的行政部门，负责监管
整个产业的运作，并通过环环相扣的投资，最终将原材料供应的锁链、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和销售网
络等统一起来，构成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垂直性产销整体③。

那些没有家族或亲属关系的剩余男性也组成了自己的团体，包括兄弟会以及我们有时所称的“秘
密社团”的帮派。在前往台湾和东南亚海岸移居的未婚男性主要出于捍卫自己利益的目的，以抵制组
织化的氏族团体，以松散的方式组成了类似天地会这样的秘密组织或黑社会，在盐和鸦片走私商业中
为自己夺得一个恰当的位置，最终能够做到在广州和其他南方城市的底层社会起到呼风唤雨的作用。

黑社会的分支先是卷入了清朝初期被战争损毁的四川的移民活动，后来又在１８５０年代和１８６０年代
卷入了为打击太平军而组建的“湘军”的活动，它们最终形成了哥老会，“袍哥们”有一套十分讲究的礼
节，最终主导了成都和长江上游城市的底层社会。船工们带着漕粮，沿着长江和大运河，组成了互帮
互助的劳工帮，一路上在每个主要的港口都有自己的客栈，最后这个团伙还吸收民间的佛教徒，他们
最终转化成了青帮，控制了２０世纪（上半叶）上海的犯罪势力和警察力量④。

其他的城市组织集中在更为传统的宗教实践之中。城镇和城市，无论规模大小，都有几个到数十
个邻里寺庙。寺庙由一个董事会来管理，拥有在本地的市场和房产方面进行投资所需的财物，这些寺
庙也在每年一度的节庆日举行游行，那一天，男女主神分别被从祭坛上请出，被人抬在轿子上，沿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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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辖区的边界巡游。庙会通常是同步举行的，所以感兴趣的城里人可以根据年度日程来尽其所好地
参与这些活动。城市里通常有一个较大的寺庙，一般被称为“城隍”，管辖整个城市，其住持由社区大
庙的执事轮流担任。小庙的住持年年都要前来给大庙奉献“香火”，从而加固了组织上的层级结构。

在地方遭到劫难的时候，如遭遇了传染病或战乱，该城所有寺庙的住持也许会联合起来，举行一个规
模盛大的驱魔游行，以保护城市不被魔鬼和饿死鬼所屠杀①。另外一种宗教组织是香会，由城市居民
组成，到城市周围山上的有名寺庙去朝拜；朝拜者多为妇女，对他们来说，这既是表现虔诚的仪式，也
是强身健体的活动，茶馆和出售纪念品的店铺也沿着朝拜之路而兴起②。

近代城市中的旅居人口（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ｓ）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建立起同乡会馆。会馆最初起源于帝
国首都北京，是供进京赶考的人居住的，但随着晚明和清初时代商业性侨居人口的扩散，类似的会馆
越来越变成了专门为商人而建造的场所。因此，会馆与早先的商业或行业工会（行）开始发生重叠，
“行”是晚唐以来中国大城市的一个令人熟悉的特征。清代的商品集散地存在着许多行会，有的城市
的行会超过了上百个。在上海、汉口和重庆，小型行会经常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庇护性组
织———无数的同行业的行会与一个祖籍相同的会馆连接在一起（如“广州行会”），反之亦然。随着时
间的推移，等级更加分明的行会开始出现，如中介（相对于批发商和零售店主）或熟练工（相对于匠人
师傅）也开始出现了。行会具有广泛的功能，既有经济功能（管理进入本行业的资格，制定标准和价
格、为某一商品创造市场等），也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功能。它们的运作是由行会成员的会
费支持的，但有的也在市场、码头、店铺和其他城市租用财产中拥有多种的收益③。

如果行会在多数近代中国的城市里是最有影响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话，在政治方面具有最重要的
潜力的是慈善企业。中国城市的现代慈善起源于１６世纪和１７世纪初期由长江下游城市的一群志同
道合的慈善人（ｃｉｓｈａｎ　ｒｅｎ）组成的团体，有的时候是为了通过捐赠来实施佛教的教义，购买和释放鸟
类或小动物（放生），但有的时候也是为了行使一种更大范围的象征意义的善举（同善会）。在清代，尤
其是在１８世纪上半叶的雍正时代，政府重新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动员地方精英，在每一个县府所在地
修建了育婴堂和普济堂，这些机构由来自私人捐赠和“公共”资金（公费）混合而成的经济来源支撑起
运转。即便如此，它们的规模与实际的需要规模相比，意义主要是象征性的，而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
问题。

这一切在１９世纪发生了变化，当帝国的管理体制的弱点再度呈现，社会救助在规模越来越大、结
构越加复杂的城市中变得明显需要的时候，慈善性的产业便应运而生了。最初产生的是一批不同种
类的专业体制：废纸收购机构、贤妇之家、负责掩埋无人领取的尸体的部门、救生艇和粥棚等。但是到
了１８３０年代和１８４０年代，在许多城市，以及在１９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其他城市里，这些不
同的功能逐渐合并成为一种新的慈善机构，即“善堂”。在汉口，到１８９０年时，至少有３５家以邻里为
基础的善堂在运作。在它们发展的最兴旺时期，善堂具有相当广泛的多面功能，它们的运作是靠拿工

·２８·

①

②

③

王世清（译音）：“一个中国城镇历史上的宗教组织”（Ｗａｎｇ　Ｓｈｉｈ－ｃｈ’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ｗｎ”），武雅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与仪式》（Ａｒｔｈｕｒ　Ｐ．Ｗｏｌｆ，ｅ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斯坦福１９７４
年版；王铭铭：“清代中国的地域、行政管理与地域崇拜”《（Ｍｉｎｇ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Ｐｌａ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清史问题》（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第１６卷第１期（１９９５年６月）。

韩书瑞、于君方编：《中国的朝圣与圣地》（Ｓｕｓａｎ　Ｎａｑｕｉｎ　ａｎｄ　Ｃｈüｎ－ｆａｎｇ　Ｙü，ｅｄｓ．，·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ａｎｄ　Ｓａｃｒ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伯
克利１９９２年版。

罗威廉：《汉口》（Ｒｏｗｅ，·Ｈａｎｋｏｗ：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古德曼：《出生地、城市与国家：上海的区域网络与身份认同
（１８５３～１９３７）（Ｂｒｙｎａ　Ｇｏｏｄｍａｎ，·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Ｃｉｔｙ，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８５３

～１９３７·），伯克利１９９５年版；白思奇：《位于中央的地方：清代北京的出生地、空间与权力》（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ｌｓｋｙ，·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马萨诸塞）剑桥２００５年版。



资的专业人士掌管，机构的资金来源于邻里商业机构和城乡两地的富贾的认捐①。

八　晚清城市的公共领域

通过观察帝国晚期城市的这些发展：城中不同类型的自愿性协会的大量涌现，它们并开始承担起
半政府职能的社会服务功能，有些历史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的出现。这种“概念跳跃”受到了一种现象的激励，即在近代中国的话语结构中，与“官”和
“私”相对应的“公”字开始得以比较频繁地使用，用来描述精英阶层的积极行为②。启用哈贝马斯的
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学界自然有所质疑③，但不可置疑的是，在帝国的最后半个世纪中，非政府组
织承担起公共服务工作的进程的速度明显地加快。这些活动在功能上是全方位的，覆盖整个城市范
围。譬如在制铁城市佛山，一个由当地文人组成的团体在１８世纪后期建立起一个事实上的城镇议事
厅（ｔｏｗｎ　ｈａｌｌ），地址就设在该城的主要寺庙的旁边。这些名人得到政府的默许开展行动，但不是以
政府的名义，也不从政府那里获得财政支持。他们负责管理的“公事”（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包括管理学校
和一所市政粮仓。资助这些活动的经费来源于他们从该市码头征收的费用，和一桩利润丰厚的轮渡
生意。在山东的通商口岸烟台，一所覆盖全城范围的善堂于１８８９年完全通过公众认捐的方式集资兴
建起来。它的经营预算来自一项鸦片税收和对该城海关税收的附加费；它所拥有的１６个部门负责监
管一系列活动，包括废纸收购、掩埋无人认领的尸体、预防天花、开设粥棚、设立港口救生船，甚至包括
一个消费信用社的运营④。
在居住地遭遇危机的时候，城市的行会和同乡会馆可以集体行动，起带头作用，承担起至少在当

时原本是政府应行使的功能。在重庆，在面临太平军攻击的威胁时，当地的官员吓得逃之夭夭，一个
由８省商业行会组成的联盟行使起综合性的城市管理职责；２０年之后，因一个法国传教士被杀害，法
国炮舰打算炮轰重庆城，同一联盟将该城从法国人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在湖南的河港城市洪江，一个
由１０个行会组成的非正式联合组织也曾在１８６０年代为防止太平军侵犯该城而进行了同样的动员工
作，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内，逐渐增加了不同的慈善功能。１８８３年，为应对一个流产的教派起义，经汉
口政府的同意，该城数十个行会组织起一个名为“商团”的联盟，负责维持治安。在清代的最后１０年，
更多的、覆盖全城范围的非官僚性“公共”管理得以正式的体制化，最终发展到１９０５年上海市议会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的创建，这个组织是由商会和该城的主要行会的头面人物牵头组成的。这就
是“城市自治”，对此不应有任何歧义。

九　关于比较的结语

除了共享稻米经济和一些文化传统上的因素之外，近代中国与日本有着差别巨大的城市形式和
功能。两个帝国都拥有巨大的首都城市（北京和南京，东京和京都），两者都拥有散落在各地的基础行
政单位（中国官僚体制下的县府，封建日本体制下的城堡）。但是除了这些相似之处之外，中国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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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商业化农业创造了一种与日本极为不同的城市体系。大阪是一个发育过度的城堡，在一个基
本上为指令经济的框架内，完全主导了日本全国的稻米和棉花市场；而中国同时拥有许多个市场交换
与功能性行政体制相互并存的区域大城市，和并不具有行政功能的大商业和工业城市。
在政治控制方面，近代欧洲城市比中国和日本更为松散，基本上缺乏东亚社会常见的行政城市网

络（教会层级中的主教堂城镇只是在一种更低的程度上扮演这种角色）。在民族国家崛起和所谓“首
都城市效应”产生之前，政治权威在决定城市体系的建构方面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在中国那样重要。在
西欧———如同在中国，而不是像在日本———贸易，尤其是水路资本贸易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与中国不同的是，近代欧洲的最大的城市趋向于是那些与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威尼斯、阿姆斯特
丹、伦敦）———这就是说，直到１９世纪后期，这样的城市随着上海的崛起方才在中国出现。
所有这三个地区在近代都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化进程，尽管这一时段欧洲的城市化速度

看上去超过了中国，而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在中世纪可能是世界的领袖。尤其是在１８世纪晚期的工业
化开始之后，西方的城市化集中在大型工业化城市里；而在中国，人口的增长更多的是集中在城市层
级结构的低端，或者是在农村，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通过小型的、非行政性的市镇的蔓延和生长的形
式而产生的，它们的功能是协调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快速增长的交换关系。
然而，近代西欧、日本和中国的城市都展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文化上，城里人拥有的城乡差别

意识在这三个地方都增加了。不断增高的识字率和“印刷革命”带来了崭新的、不同种类的自助手册，
与此同时，类如咖啡馆和茶馆之类的社交场所得以蓬勃发展，剧院里也是人满为患。不同地域间的人
口流动也大大加速（这在欧洲和中国的发展要比在日本更快），社会组织变得更复杂、更精致，城里人
的各种社团大大地扩展了他们实施自我教化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出现的城市化的确是一种
全球化的现象。

（王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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